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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立法应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 
 
常纪文 

 
  目前，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紧迫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在动物福利保护的范围和

水平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国外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践证明，动物福利立法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取决于经济、科技与社会各项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民众对动物的态度、动物保护主

义者的政治力量、科学研究的需要、科技发展的现状、环境与食物安全的考虑、国家的经济能力

以及都市与乡村区域的结构等。这些因素属于基本国情的范畴。 
  一、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立法与基本国情 
  动物福利反映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

的社会发展状况，公民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公众的动物福利保护意识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体

现在立法上，动物福利保护的措施和标准也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至于高到什么程度，和其他

立法一样，也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政治博弈过程。 
  逐步提高动物福利保护的标准，是人类伦理发展的需要，如必须保证小猪吃够多少天的母乳，

保证农场小鸡的饲养密度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宠物动物和农场动物生病时必须送交兽医诊治

或者处理；对长途运输中的动物，要求运输者或者护理者按照法律规定的间隔供应水和膳食，并

且让动物得到合理的休息等，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一旦动物福利保护标准和要求脱离了

社会实际情况，不仅会明显增加经营者或者动物拥有者的支出，减少经营者的收入，还会影响本

国动物及其制品进入他国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在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无疑会遭到部分利益选民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利益选民抵制的办法之一，就是

和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在选举中放弃支持那些提倡实施超越国情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的候选人。如

在德国，尽管农民只占总劳动人口的 2.9%，但和农业有关的人口却占总劳动人口的 13%。另外，
欧盟国家与农业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还经常搞跨地区甚至跨国的“串联”。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很

复杂，既有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宗教界人士，还有律师和政治家，加上它们能

够得到民间的资金支持，因此影响非常大，能够影响欧盟的农业和经济政策。 
  发达国家过高的动物福利标准必然导致过高的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低福

利集约化饲养的廉价动物及其产品占领本国市场，保护本国农场主的利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还

建立了严格的进口标准制度和境内销售的分类标签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每年因遭受动物

福利贸易条件标准和贸易壁垒措施而蒙受的损失最大。 
  二、发展中国家的动物福利立法与基本国情 
  由于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动物福利标准存在大的差距，加上每个国家都想保护本国的动物、

动物产品和相关的服务市场，并不断开拓动物、动物产品和相关的服务出口市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动物福利保护的标准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不一致的看法甚至严重的纠纷。为了获得更多

的出口份额，避免成为南北国际贸易的牺牲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场动物、宠物动物和实验

动物在世界占有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外向型的出口企业会在压力之下自愿提高自己的动

物福利保护水平，这种保护动物福利的自发性企业行为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立法产生一些影响。但

是，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程度又有所不同。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动物、动物制品

出口贸易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比较强大，那么基于迎合发达国家标准、不断促进出口的需要，它改

革本国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的步伐会比较快。如巴西和泰国每年都向欧盟国家输入大量集约化养殖

的鸡胸肉，直接威胁到散养鸡的小农户的生存。但由于欧盟迟早要禁止集约化饲养的鸡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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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目前正在考虑制定限制集约化饲养的鸡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法令。如果这项限制措

施得以通过，本地小农户的利益会得以保护，或许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出口发展机会。如果

某个发展中国家所饲养、繁殖和经营的动物、动物制品主要是内销的，其出口贸易在整个出口市

场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少，那么，该国就很少甚至不会遇到发达国家动物福利贸易条件标准或者贸

易壁垒措施的强大狙击。缺乏外部压力或者外部压力不大，这个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是很难大幅

度改善动物福利保护的立法。但不管怎么改善，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国情，投入很

多的财力、物力来大幅度地改善动物的福利，因此，从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动物福利保护立

法还是处于发展而非发达的水平上。 
  三、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与基本国情 
  我国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揭露虐待和残杀动

物的社会丑恶现象是必需的。但作为立法，它们的关注点不能仅限于此。单纯地替动物“鸣冤诉

苦”不应是立法者的思维。作为立法者，应以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利益为基础，

综合平衡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找出一个既有利于动物福

利保护，又利于社会、经济、伦理、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动物福利法治之路。对此，应遵循两

个原则，一是坚持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的原则，即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动物只能是

客体，是特殊的物。二是坚持分类处理的原则，即对于出口型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营销企业以及为

这些企业提供饲料、医药、医疗等服务的企业，应该让其充分了解国外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鼓

励其参照执行进口国严格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对于我国强势的动物产业和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冲

击的动物产业，国家应该建立“绿箱政策”给予适当的补贴，以加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对于与出

口无关的其他动物福利保护法律制度，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综合地考虑中国现实的文化传统、

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外在的改革压力，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国外一些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立

法经验，循序渐进地予以丰富和发展。只有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动物福利立法，在弱肉强食

的国际生态里，才能做到既有利于人民群众经济、就业等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利益保障，也有利于

动物福利得到全面和全过程的切实保护。 


